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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利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统计数据，将农村

居民的习惯形成、不同来源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与农村居民消费相结合，在构建农村居民消费行

为的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１）农村居民消费

受到习惯形成的影响而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并且棘轮效应在２００４年以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２）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在整体上表现为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动

的过度敏感性；分阶段看，２００４年后的农村居民消费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明显

增强，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略有降低，对财产性收入不再具有过度敏感性。相关政策含

义是：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必须努力转变农民消费观念、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和优化

农民收入结构；与此同时，既要保障当前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稳步提升，更应尽快

制定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长效机制，确保当前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

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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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依靠消费、

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而目前我国经济正面临消费

乏力、投资过热、外需严重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调等问

题。因此，一国欲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向

内生增长转变过程中，扩大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需

求）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经济虽然已在３０多年时间

里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势头，但是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

比重却不断走低，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８．７９％下降到２０１４
年的３７．９２％；农村居民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

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２．１％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２．５％，这其

中农村消费困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村居民消

费能力匮乏使然。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６年，中央“一号文

件”连续１３年锁定“三农”，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

支持农村的强农、惠农政策和“多予、少取、放活”的

总方针，使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农村居

民收入也得到了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增长。但由于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偏向发展战略，使当前
“三农”问题始终未能更好地解决，农村居民消费始

终处于“启而不动”的状态。

回顾国外研究现状，不少学者从居民消费习惯

和收入水平角度，深入分析了居民消费行为。“习惯

形成”这一特殊效用理论充分考虑了消费者在消费

过程中的“心理存量”，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现期消费

所产生的效用，既取决于消费者的现期消费水平，同

时还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过去的习惯存量。

最早将习惯因素纳入消费者行为研究的学者是杜森

贝里（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１９４９），他指出消费者的消费支

出水平不但受其当前收入水平的制约，而且还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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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实现了的消费水平的影响，即消费存在棘轮效

应。之后大量经济学家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习惯形

成与 消 费 展 开 了 研 究 （Ｄｅａｔｏｎ，１９９２；Ｓｅｃｋｉｎ，

１９９９；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Ｒｏｓｓｉ，２００２；Ｌａｌｌ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

Ｌａｌｌｙ　＆ Ｇａｒｄｎｅｒ，２０１３；Ｋｕｅｎｇ　＆ Ｙａｋｏｖｌｅｖ，

２０１４），都认为居民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习惯形成并

受过去消费经验和当期消费水平的影响（Ｎａｉｋ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６）。Ｄｙｎａｎ（２０００）通过使用滞后一期消

费水平来衡量消费者的习惯形成，然后利用对数线

性欧拉方程进行估计，结果发现消费者的习惯形成

对当期消费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Ｆｕｈｒｅｒ（２０００）探

讨了一种具有消费者习惯形成的货币政策模型，该

模型中消费者的效用部分地取决于与过去消费相关

的当前消费，其实证研究结论也表明人们可以拒绝

没有习惯形成的研究假设。Ａｌｅｓｓｉｅ　＆ Ｌｕｓａｒｄｉ
（１９９７）、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　＆ Ｒｏｓｓｉ（２００２）分别在不同的模

型假设条件下推导出了居民消费的封闭解，他们的

研究发现消费不仅取决于永久收入和收入风险，而

且取决于过去的消费。Ａｌｏｎｓｏ－Ｃａｒｒｅ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

的研究表明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参数是自身消费和消

费溢出的当前值和过去值的线性组合，因此消费外

部性必须与习惯相互作用，以免产生无效的动态平

衡。Ａｎｇｅｌｉｎｉ（２００９）同样引入风险厌恶效用函数对

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认为习惯形成的影响越

大，消费者越谨慎，劳动收入风险对消费的影响就越

小。Ｃｈｅｔｔｙ　＆Ｓｚｅｉｄｌ（２０１６）分析了家庭层面的调整

成本对总消费动态的影响，其结论表明：消费承诺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可以解释消费过度敏

感和过于平滑的经验规律性，这些发现通常归因于

消费者的习惯形成，此外，他们还进一步区分了承诺

和习惯模型，并显示这两个模型具有不同的福利

影响。

国内对于消费者习惯形成的研究多用于城镇居

民的消费行为分析（龙志和等，２００２；杭斌，２０１０；贾

男、张亮亮，２０１１；杭斌、闫新华，２０１３；崔海燕、杭斌，

２０１４）。龙志和等（２００２）基于城市居民家计调查平

行面数据分析发现，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对食品消

费具有显著作用，但食品消费习惯同时具有明显的

周期性，如果不对家庭的异质性进行控制，其结论明

显会导致对习惯作用的夸大。此后，杭斌（２０１０）的

研究结果表明习惯形成参数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

改变的，习惯形成参数估计值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９年

之间有正有负且接近于０，在１９８９年以后呈明显增

大趋势，作者还从习惯形成的角度分析了近年来我

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的原因。崔海

燕、杭斌（２０１４）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低收入等级和中等收入等级

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但低收

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比中等收入等级城镇居

民的消费习惯更强，即城镇居民收入越低，消费行为

的习惯形成越显著，居民收入的快速稳定增长对消

费水平提升越重要。

国内针对农村居民习惯形成的研究相对来说起

步较晚（如雷钦礼，２００９；杭斌，２００９；贾男等，２０１２；

崔海燕、范纪珍，２０１１），但各学者的研究基本上都证

实了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显著的习惯形成，只是程

度上略有差异而已。但是近年来，针对农村居民收

入结构与消费（张秋惠、刘金星，２０１０；温涛等，２０１３；

彭小辉等，２０１３）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
（温涛等，２０１３；王小华、温涛，２０１５）之间的关系研究

逐渐增多。其中，张秋惠、刘金星（２０１０）的研究表

明，农村居民的基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与工资性收

入）对其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反而是非基本

收入（转移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

求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彭小辉等（２０１３）基于东北

三省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的农户调查数研究发现，农户各

种不同来源收入的消费倾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

高的是非基本收入，其次才是家庭农业经营性收入、

非农家庭经营性收入，这说明不同财富（收入）因为

其性质的明显差异，在满足居民消费方面是不可替

代的；王小华、温涛（２０１５）采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
（ＮＬＳ）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及其演化规律进行

了跨时期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之

间表现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不遵循边际消费倾向

递减规律，农民边际消费仅随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

营性收入的增加而递增，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学者对居民

消费行为受习惯形成的影响多有研究，近年来对中

国农村居民习惯形成与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

消费关系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但就笔者所知，迄

今为止，国内少有人将农村居民习惯形成和收入结

构同时纳入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做实证研究，

更少有学者将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阶段性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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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扩

张的诸多因素尚未得到深入、有效和全面揭示。鉴

于此，本文在前人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利用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

级统计数据，并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包括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和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两个阶段），对农村居民习惯形

成、收入结构失衡与农民消费行为之间的时空差异

进行深入研究。

二、理论模型与计量分析方法说明

（一）基本理论与模型设定

目前，国外学者（例如 Ｈｅｉｅｎ　＆Ｄｕｒｈａｍ，１９９１；

Ｎａｉｋ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６；Ｃｈａｐｍａｎ，１９９８；Ｄｙｎａｎ，２０００；

Ｌａｌｌ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提出了诸多分析居民消费行为和

消费习惯的理论模型，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型内容和

方便数据处理，我们主要借鉴Ｎａｉｋ　＆ Ｍｏｏｒｅ（１９９６）

提出的具有习惯偏好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消费

模型。据此，可以将消费者的习惯水平简写为：

ｈ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１ （１）

其中，ｈｉｔ表示个体ｉ在第ｔ时期的习惯存量，

ｃｉｔ－１表示个体ｉ在第ｔ－１时期的消费水平，说明过
去消费形成的习惯只受到消费者滞后一期消费的影

响。与传统的效用函数明显不同的是，习惯形成下
的效用函数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杭斌，２００９；杭斌、

郭香俊，２００９），形式为：

ｕｉｔ ＝ｕ（ｃｉｔ，ｈｉｔ） （２）

其中，ｕｉｔ表示个体ｉ在ｔ时期的效用，ｃｉｔ表示个
体ｉ在ｔ时期的消费水平。对消费者而言，只有当
前消费水平（ｃｉｔ）超过了习惯水平（ｈｉｔ）时，才会产生
效用。于是可进一步得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ｕｉｔ ＝ｕ（ｃｉｔ，ｈｉｔ）＝
（ｃｉｔ－ｈｉｔ）αｉ
αｉ

（３）

其中，αｉ（０＜αｉ＜１）是与个人风险厌恶程度相关
的参数。由于消费者是在当期收入与未来收入的贴

现值以及当期资产之和的约束条件下去追求自己一

生效用最大化的，因此，不妨进一步假定消费者所面

临的最大化问题和受到的一生预算约束分别为：

ｍａｘＥｉｔ∑
∞

ｎ＝０

１
（１＋γ）ｎ

ｕ（珋ｃｉｔ＋ｎ），

∑
∞

ｎ＝０

１
（１＋ｒ）ｎ

Ｅｉｔ（ｃｔ＋ｎ）＝Ａｉｔ

　＋∑
∞

ｎ＝０

１
（１＋ｒ）ｎ

ＥｉｔＹｉｔ＋ｎ ＝Ｗｉｔ （４）

其中，Ｅｉｔ表示期望值，γ表示时间偏好率，ｒ表
示真实利率，珋ｃｉｔ表示相对消费水平，Ａｉｔ表示个体ｉ在
第ｔ期初的资产水平，Ｗｉｔ表示个体ｉ在第ｔ期初的
期望财富水平，是Ａｉｔ与未来期望收入之和。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ｉｄｅｓ（１９９０）在给定消费投资策略和
管制条件下，证明了存在唯一的最优消费就是习惯

水平和财富预期值的函数。于是有：

ｃｉｔ ＝ｈｉｔ＋πｉ Ｗｉｔ－ｈｉｔ［ ］ｒ （５）

其中，πｉ 表示无风险资产回报率，为常数。把
方程（１）代入方程（５），并进行简化，得到：

ｃｉｔ ＝α０＋α１ｃｉｔ－１＋α２Ｗｉｔ （６）

由于农村居民的财富水平预期值（Ｗｉｔ）难以获
得，为了便于本文的进一步分析，我们沿用崔海燕、

范纪珍（２０１１）的做法，同样用持久性收入（ｙｐｉｔ）来代
替财富水平的预期值，且持久收入是计划期内预期
总收入的平均数（杭斌，２００９），于是得到：

ｙｐｉｔ ＝ １
Ｔ＋１

Ｅｉｔ∑
Ｔ

ｎ＝１
ｙｉｔ＋［ ］ｎ （７）

如果农村居民的预期收入平均增长率为ρ，是
一个常数项，而ｙｉｔ表示农民ｉ在第ｔ时期的实际收
入，那么农民ｉ在第ｔ＋ｎ期的预期收入就可以表
示为：

Ｅｉｔ（ｙｉｔ＋ｎ）＝ （１＋ρ）
ｎｙｉｔ，ｎ＝１，２，…，Ｔ

（８）

把方程（８）代入方程（７）中，得到农民的持久性
收入：

ｙｐｉｔ ＝
１－（１＋ρ）

Ｔ＋１

－（Ｔ＋１）（ ）ρ
ｙｉｔ （９）

把方程（９）再代入方程（６）中，可得：

ｃｉｔ ＝α０＋α１ｃｉｔ－１

＋α２ １－
（１＋ρ）

Ｔ＋１

－（Ｔ＋１）（ ）ρ
ｙｉｔ （１０）

因为 １－（１＋ρ）
Ｔ＋１

－（Ｔ＋１）（ ）ρ
中Ｔ 和ρ均为常数项，所

以方程（１０）就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ｃ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１＋β２ｙｉｔ （１１）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可以相互替

代（彭小辉等，２０１３），方程（１１）就等价于：

ｃ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１＋β２ｙｉｔ＋μ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１＋β２∑
４

ｋ＝１
ｙｋｉｔ

＝β０＋β１ｃｉｔ－１＋β２（ｙ１ｉｔ＋ｙ２ｉｔ＋ｙ３ｉｔ＋ｙ４ｉｔ）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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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ｙｋｉｔ表示农民ｉ在第ｔ期的第ｋ项收入来
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农村居民收入来源

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四大类，所以有ｋ＝１，２，３，４。

行为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不同来源的收入并

不能完全替代（Ｓｈｅｆｒｉｎ　＆ Ｔｈａｌｅｒ，１９８８），那么不同

收入的消费倾向必然会不一致。因此，需要将方程
（１１）进行修正，可得：

δ１ｃｉｔ ＝β０１＋β１１ｃｉｔ－１＋β２１ｙ１ｉｔ

δ２ｃｉｔ ＝β０２＋β１２ｃｉｔ－１＋β２２ｙ２ｉｔ

δ３ｃｉｔ ＝β０３＋β１３ｃｉｔ－１＋β２３ｙ３ｉｔ

δ４ｃｉｔ ＝β０４＋β１４ｃｉｔ－１＋β２４ｙ４

烅

烄

烆 ｉｔ

（１３）

其中，δｋ表示第ｋ种收入来源的消费份额，δ１＋δ２
＋δ３＋δ４＝１。通常情况下，方程（１３）中的各公式只能
加总之后才能进行估计，于是有：

ｃｉｔ ＝∑
４

ｋ＝１
δｋｃｉｔ ＝∑

４

ｋ＝１

（β０ｋ＋β１ｋｃｉｔ－１＋β２ｋｙｉｔ）

＝η０＋η１ｃｉｔ－１＋η２ｙ１ｉｔ＋η３ｙ２ｉｔ＋η４ｙ３ｉｔ＋η５ｙ４ｉｔ
（１４）

其中，η０＝∑
４

ｋ＝１β０ｋ表示截距项
；η１＝∑

４

ｋ＝１β１ｋ表示农村居

民的前期实际消费水平对当期实际消费水平的影响，

可以认为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对当前消费的影

响大小，即对农村居民消费棘轮效应程度的反映；η２、

η３、η４和η５是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其结果反
映农村居民当前的各项收入对当前消费的影响大小。

根据前面的理论模型，我们设置动态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模型：

ｃｉｔ ＝η０＋η１ｃｉｔ－１＋η２ｙ１ｉｔ＋η３ｙ２ｉｔ
＋η４ｙ３ｉｔ＋η５ｙ４ｉｔ＋μｉｔ （１５）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地区和时间，ｃｉｔ表示第ｉ
个地区第ｔ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生活消费支出，

ｃｉｔ－１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１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
生活消费支出，ｙ１ｉｔ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年的农村居
民人均实际工资性收入，ｙ２ｉｔ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年
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家庭经营性收入，ｙ３ｉｔ表示第ｉ
个地区第ｔ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财产性收入，ｙ４ｉｔ
表示第ｉ个地区第ｔ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实际转移性
收入；μ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二）计量方法与数据说明

对于实证分析模型（１５）式的估计，我们需要考

虑两个问题：（１）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农村居民的消

费习惯形成，我们在模型设定的过程中，加入了被

解释变量（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滞后一期内生变

量（ｃｉｔ－１），因此，该模型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动态面
板模型。（２）因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变量（ｃｉｔ－１）与
随机误差项（μｉｔ）相关，此时如果采用最小二乘估
计，必然会导致有偏而且非一致的估计量。为了处

理这些问题，在计量分析中将使用广义矩方法
（ＧＭＭ）估计，它包括差分广义矩方法（ＤｉｆｆＧＭＭ）

和系统广义矩方法（ＳＹＳＧＭＭ）。对于差分广义矩

方法和系统广义矩方法的优劣性方面的详细介绍，

请参 考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ｎｄ（１９９１）、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

Ｂｏｖｅｒ（１９９５）、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在此不再

详细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国家统计局网

站从１９９３年开始才公布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详

细来源数据，再加上国家统计局从２０１２年底开始了

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农民各项收入（特别是财产性

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口径有所不同，而２０１４年的

数据在２０１３年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故本文实

证分析的数据样本区间仅为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１３年。另

外，实证分析所使用的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

村居民收入与消费实际值均以该地区１９８５年农村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期进行折算，但是折算过程

中，由于四个直辖市没有公布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因此四个直辖市的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和收

入水平只能使用该地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农

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相应的折算而得到，这一

做法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虽然重庆在１９９７年才

正式成为直辖市，但是《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

编》同样提供了直辖以前的相关数据，所以本文将重

庆样本与四川样本区别对待。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经历了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农民收入增速连续

四年逐年降低之后，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的粮食又出现了

逐年减产的情况，其中２００３年的粮食产量甚至还低

于１９９１年的水平；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４年起，中央“一

号文件”连续１３年锁定“三农”。为了加大对“三农”

的投入力度，我国于２００４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并

于２００６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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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农村居民收入与现金消费的年均实际增长情况（％）

１９８５－２００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人均纯收入 ４．１７　 ５．９４　 ７．４５　 ５．７８　 ９．３０

人均现金消费支出 ５．７２　 ７．４８　 ８．６６　 ６．７０　 １０．８２

工资性收入 ８．４７　 ９．７５　 １１．５８　 １１．０４　 １２．１８

家庭经营性收入 ２．９９　 ３．９４　 ４．８４　 ３．９２　 ５．８５

财产性收入 １０．１２　 １０．９０　 ９．９５　 ７．７４　 １２．３９

转移性收入 ０．９７　 ７．３４　 １１．２３　 ３．７７　 １９．４４

市支持农村、扩大农民就业、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

业投入、加快科技进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深化

农村改革和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等强农支

农惠农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倾斜使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３
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了“十连增”，年均实际增速

达到了９．３０％（表１）。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同

时，其消费会呈现怎样的变化？农村居民收入结构

的逐渐变化，对消费水平又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了探讨农村居民消费

行为是否在２００４年前后与收入一样发生结构性变

化，我们分别就全样本（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第一阶段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和第二阶段（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进行

实证检验。

实证过程中，我们分别用两步差分广义矩和两

步系统广义矩方法对方程（１５）进行了估计，估计结

果如表２所示，可以看出三个模型的ＳＹＳＧＭＭ 估

计都明显优于 ＤｉｆｆＧＭＭ 估计。从三个模型的

ＳＹＳＧＭＭ估计结果看，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均表明三

个模型的工具变量在整体上是有效的，联合显著性

Ｗａｌｄ检验结果均表明三个模型在总体上均是非常

显著的，ＡＲ（１）检验结果和ＡＲ（２）检验结果均表明

三个模型在差分变换后的残差仅仅存在一阶序列相

关性。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原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不

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各模型

的ＳＹＳＧＭＭ估计结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进行详

细分析。

从表２中模型一的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结果来看，

农村居民滞后一期消费的系数估计值是０．２９６，并

且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由模型二与模型三

的ＳＹＳＧＭＭ估计结果对比可知，农村居民滞后一

期消费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并且第二阶段的系数基本上是第一阶段的两倍。农

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０．５５４、０．４６７和１．６０９，并且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转移性收入的系

数虽然同样为正，但其影响不显著。由模型二与模

型三的ＳＹＳＧＭＭ估计结果对比可知，农村居民工

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中工资性收入的系数由第一

阶段的０．６３８下降到了第二阶段的０．６０２，家庭经

营性收入的系数由第一阶段的０．４１０上升到了

０．５３３；财产性收入的系数在第一阶段显著为正，但

是在第二阶段为正、不显著，并且第二阶段的系数远

远小于第一阶段；转移性收入的系数在两个阶段的

表现均不显著，但是其影响效应由第一阶段的负向

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正向作用。上述实证结果

表明：（１）农村居民的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习惯形

成，消费存在着明显的棘轮效应，并且这一效应在

２００４年前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即农村居民当期

消费对过去消费的依赖性在２００４年以后有明显增

强的趋势。（２）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变动在整体上

呈现出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

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却并不显著；２００４年后的农村居民消费对家庭经营

性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明显比２００４年之前要强，

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度敏感性比２００４年之前略低，对

财产性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却大幅度降低且不再显

著；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是系数

由第一阶段的抑制作用转向了第二阶段的正向促进

作用。

另外，不少学者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村居民的转

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能显著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的提升（Ｃａｒｒｉ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３；Ｗｈｉｔａｋｅｒ　＆Ｅｆｆｌａｎｄ，

２００９；彭小辉等，２０１３；温涛等，２０１３），因为财产性收

入和转移性收入都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

虽然这两者在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只占了较小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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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但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过程中却表现出了相对

宽松的状态（温涛等，２０１３）；再加上这些转移性收入

大多属于一次性支付，而人们通常就会将一次性获得

的小额收入划入现期收入账户（彭小辉等，２０１３），从

而决定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而言

都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因此对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起到了显著影响。表１的数据显示，虽然第二阶段的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速均明显大

于同期农村居民纯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

入的年均实际增速，同时第二阶段的财产性收入和转

移性收入的实际年均增速远远大于各自第一阶段的

年均实际增速。但是，我们的实证结果却并不支持关

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第二阶段显

著推动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的结论。

我们的初步解释为：（１）分阶段来看，第二阶段

中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年均

实际增速分别为１２．１８％和５．８５％，均明显大于第

一阶段的１０．０４％和３．９２％（表１）。再加上农村居

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

重虽然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作为农民收入的两

种最主要来源，两者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在

１９８５年以来一直维持在８７％以上（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表２　模型的ＧＭＭ估计结果

模型一：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模型二：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模型三：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ＤｉｆｆＧＭＭ　 ＳＹＳＧＭＭ

滞后一期消费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６
（０．４４０）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９
（０．６２８）

０．２６７＊
（０．０７６）

工资性收入
０．５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２＊＊＊
（０．０００）

家庭经营性收入
０．３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８
（０．５１２）

０．４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４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５３３＊＊＊
（０．０００）

财产性收入
１．６１０＊＊＊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９＊＊＊
（０．０００）

３．４９９＊＊＊
（０．０００）

３．５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０
（０．３４９）

０．１４１
（０．７５１）

转移性收入
０．５１２
（０．１０６）

０．１３２
（０．４７７）

－１．３０９
（０．１８１）

－０．８８２
（０．１９８）

０．８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３４２
（０．２４１）

联合显著 Ｗａｌｄ检验
１５４５．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５３５．７０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３４．４５
（０．００００）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Ｐ值） ０．０５９２　 ０．８１６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７４７

ＡＲ（１）检验（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７８７　 ０．０８６１

ＡＲ（２）检验（Ｐ值） ０．７６７１　 ０．７９９７　 ０．３２０７　 ０．４８７２　 ０．０２９９　 ０．１１５６

　　注：本表的结果由Ｓｔａｔａ１２．０计算而得，其中＊、＊＊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里数字为
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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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农村居民各项收入占比变化情况（％）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消费／收入

１９９３－２０１３　 ３３．２０　 ５９．０５　 ２．５２　 ５．２３　 ８２．３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２７．１８　 ６６．８７　 ２．０２　 ３．９２　 ８２．８７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３９．８２　 ５０．４５　 ３．０７　 ６．６６　 ８１．７０

　　注：本表的结果由各指标名义值计算而得。

因此，这两种来源的收入对扩大农村居民消费自然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的阶段性变化来看，第二阶段的增速高于第一阶段

４．６５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收

入增速整体较低，甚至明显低于农村居民消费增速，

而财产性收入的增速在这一阶段却仅次于工资性收

入，且远远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

速，因此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会更依

赖于财产性收入这种暂时性、非传统收入。（３）从农

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阶段变化特征来看，第二阶段

的增速明显高于第一阶段，并且达到了第一阶段的

５倍以上（表１）；转移性收入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

重在第二阶段达到了６．６６％，第一阶段仅有３．９２％
（表３）。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也直接

说明了为什么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由第一阶段

的抑制作用转向了第二阶段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间

接地揭示出了与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相关的支

农惠农政策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方面不

仅有所作为，而且大有作为。（４）从农村居民消费水

平与收入水平的比值来看，第二阶段仅仅低于第一

阶段１．１７个百分点（表３），这说明不同阶段中的农

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几乎完全保持着相同的

增长速率。由于第二阶段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

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水平保持着同步增长的态势，并

且两者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相

对稳定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削弱了农村居

民消费在第二阶段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

依赖性。再加上这一阶段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在不同农户家庭表现极不稳定，特别是财产性

收入在不同农户群体当中存在极大差异且不稳定，

而且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所具备

的暂时性、非传统收入和不可持续性等特征与农村

居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稳步增长相比

表现更突出，所以导致两者对消费的推动作用在第

二阶段自然极为有限。（５）当然，我们的解释并不

意味着即使将来的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

收入继续增长也不能有效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升。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２００４年以来，

随着国家一系列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支农政策不

断推出，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潜在

增长力度会得到充分的保障，两者增长的稳定性以

及两者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的比重都将会得

到进一步提升，因此，两者在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增

长过程中的作用也必将进一步提高（王小华、温涛，

２０１５）。

四、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前面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表现出了显

著的习惯形成，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动对各项收入的

依赖性明显各异，并且都在２００４年前后表现出了明

显的阶段性差异。对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还将从

三个方面进一步给出解释。

（一）农村改革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农村居民

收入增长不稳定

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率先由农村发起，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长期处于徘徊与停滞的状态，随着农村经

济改革和发展，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的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收入

实际值和实际增长率均以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进行折算，下同）的年均增速高达１４．０６％，

学术界与实务界均认为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起点的

改革造就了举世瞩目的“超常规增长”（农牧渔业部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增长问题课题组，１９８７；温涛

等，２０１５；王小华、温涛，２０１６）。但是，在经历农村经

济改革的快速成功之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

三中全会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至此由农村全面

转向城市，而“立竿见影”的结果便是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

的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剧烈波动，年均实际增速下降
—５４—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６年第１０期



到了４．１７％，这一年均增速还不及“超常规增长”阶

段的３０％，比同期城镇居民低２．２８个百分点。从

图２可以看出，１９８５－２００３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实际增速先后分别经历了增长缓慢阶段（年均增

速只有１．８８％）、增长停滞阶段（年均增速只有

０．８７％）、增长恢复阶段（年均增速为７．９０％）、增长

持续下滑阶段（年均增速为４．０６％）和增长恢复阶

段（年均增速为４．４８％）。直到２００４年之后的农民

收入增速才逐渐得以恢复，并在这一阶段成功实现

了“十连增”，年均增速达到了９．３０％（表１）。很明

显，农民收入增速的剧烈变动和中国经济改革是密

不可分的，因为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和不

适应性直接影响到了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和收入

结构变动的平稳性，据此进一步渗透到了农村居民

的消费行为当中，再加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处

于高位运行状态、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

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等诸多问题，使缺乏抵御风险

能力的农民表现出更强烈的消费习惯。

（二）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严重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和国

家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农村居民收入水

平在整体上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同时，农村居民收

入的来源也渐趋多元，除传统的家庭经营（不少农户

主要以农业为主）收入外，工资性收入也逐渐成为农

村居民收入中主要的来源之一。此外，从表１不难

发现，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在近年

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突破点。其中，２００４－２０１３
年，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达到了

１２．３９％，转 移性收入的 年 均 实 际 增 速 达 到 了

１９．４４％。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农村居民收入

结构仍然不合理，不同来源的收入增长波动存在较

大差异，不同来源收入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

重也极不平衡。根据图１中关于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各

项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的变化情况，发现：（１）农

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在整体上呈现出快速下

降的趋势，从１９８５年的７４．４５％下降到了２０１３年

的４２．６７％，不到３０年的时间下降了近２８个百分

点。即便如此，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在１９８５－

２０１２年一直在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中占居首要的地

位。（２）工资性收入比重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变化

恰恰相反，一直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同期由

１６．２７％上升到了４５．２３％，上升了近２９个百分点。

在２０１２年及以前，工资性收入占比一直低于家庭经

营性收入，这一现象直到２０１３年才最终发生了逆

转。引起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这

种此消彼长巨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以及农民工工资水平

的逐步增长。（３）从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

性收入的变化情况来看，两者所占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比重一直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直到２０１０年才

突破１０％，因此可以说两者基本上只能算作是农村

居民收入的额外补充性来源。其中，财产性收入在

不断波动过程中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８７％下降到了１９９７
年的最低值１．１３％，随后又一波三折地上升到２０１３
年的３．２９％；转移性收入同样在不断波动过程中由

１９８５年 的 ７．４１％ 下 降 到 了 ２０００ 年 的 最 低 值

３．５０％，之后逐渐上升到了２０１３年的８．８２％。农

村居民各项收入的剧烈波动和各项收入之间的严重

失衡，直接导致了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高度不稳定，

因此加剧了农民消费的不确定性，进一步直接影响

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制约了内需的扩大

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三）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

距过大

城乡居民之间福利的巨大差距也直接影响了农

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在此，我们仅以城乡居民的转移

性收入为例对其进行粗略说明。虽然１９８５年的城

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只有 １１４．１０ 元和

２９．４７元，其差距的绝对值也只有８４．６３元，但是两

者之比为３．８７，这一比值不仅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

比，而且在之后的二十年中持续向上攀升，于２００３
年上升为最大值２１．８１，从２００４年才开始呈现出快

速下降的趋势，但是在２０１３年仍高达８．９４（图３）。

从２０１３年的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来看，城镇居

民为７０１４．７４元，占其可支配收入的２６．０２％；同

时，农村居民只有７８３．５２元，不到城镇居民人均转

移性收入的１２％，仅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８．８１％，以致当年仅由于转移性收入差距因素就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６２２６元，占该年城乡居民

收入绝对差距的３４．４８％（王小华、温涛，２０１５）。目

前对城乡居民的财产以及财产性收入状况尚无准确

的统计，因此无法进行准确的对比。囿于数据的可

获得性，我们只能简单地从城乡居民人均年末储蓄

存款余额和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分别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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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国金融年鉴２０１４》数据显示，１９８５年的城乡

居民人均储蓄存款分别为４２１．５４元和６９．９４元，二

者之比为６．０３，其绝对差距为３５１．６０元；虽然２０１３
年的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储 蓄 存 款 分 别 增 长 到 了

４７３７０．５１元和１６０８４．４８元，但是其绝对差距扩大

到了３１２８６．０３元。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计算可知，１９８５年以来，与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

距相比，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的波动幅度其实并

不大，由１９８５年的０．５０逐渐上升到了１９９７年的

５．２７，之后逐渐降低并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如图３
所示）。虽然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比明显小于城乡

居民转移性收入比，但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样不可忽

视，因为一旦考虑了城镇居民的隐性财产收入，这一

差距必将更大（王小华、温涛，２０１５），更何况城镇居

民所享受的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都远远高于农村居

民。此外，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土地已被完

全激活，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财产化，直接推动了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相反，农村地区产

权权属不清、土地流转不顺、土地制度不合理等问题

仍未彻底解决，导致农村居民的土地和房产等不动

产无法财产化，严重地制约了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

增长。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值和实际增长率

图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３年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结构性收入比值变化情况（名义值）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在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实现“超常

规增长”之后，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又成功实现了连续

１０年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也发

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过去那种家庭经营性收入“一

枝独大”的局面，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齐头并进”地主导农村居民收入总量的不断提升。

虽然如此，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的困境却迟迟未

能摆脱。基于此，本文利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中国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将农村居民的消费习

惯形成、不同来源收入的非均衡增长与农村居民消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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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相结合，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其进行了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消费不但表现出了显著

的习惯形成，还存在着明显的棘轮效应，并且这一效

应在２００４年前后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农村居民当

期消费对过去消费的依赖性在２００４年以后有明显

增强的趋势。总体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对其工

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变动表现

为过度敏感性，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却并不显著；分阶段来看，２００４年后的农村居民消

费对家庭经营性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明显比

２００４年之前更强，对工资性收入的过度敏感性比

２００４年之前略有降低，对财产性收入的过度敏感性

却大幅度降低且不再显著，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

消费的影响同样不显著。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持续较高的城乡居民

收入差距和严重失衡的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使农村

居民持续稳定增收比城镇居民面临更大的不确定

性，致使农村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且消费

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基于这一现实条件，若

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且减少消费的习惯性依

赖，最首要的任务是确保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快速、

稳定增长和收入结构持续优化，这不仅需要国家进

一步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进而创造更有利于市

场竞争的宏观政策环境，并承担更多的社会管理和

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据此陆续出台重大政策和改革

措施，如全面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农民增收

长效机制；而且需要在保护家庭经营性收入等传统

收入稳定增长的情况下，高度重视非农就业对提高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确保２００４年以来农

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高速增长惯性，

使其成为农村居民不断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发

展成果的重要抓手。既要做到加快形成政策组合

拳，支持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实现农村居民劳动性收

入可持续增长，更要注重农民财产权益保护和实现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居民财产和转

移性收入可持续增长。具体地，要加快建立健全城

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和政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

推进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其

公平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培育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

非农就业环境；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释放农

村人力资本红利；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

创造农村居民增收机会；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农村土

地价值，通过政策引导农村土地要素优化配置，通过

实践指导提高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建立城乡一体化

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种粮补贴制度，真正做到“谁

种粮、谁受益”；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建设

好农村和城乡接合部的消费市场，促进城市消费市

场向农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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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３８（１）：３６－４８．

（责任编辑：何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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